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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媒体转基因议题关注周期与报道框架
翁苏伟　 邱鸿峰

摘　 要： 文章基于安东尼·唐斯的 “议题关注周期” 理论考察我国主流报纸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转基

因议题的报道， 从报道数量变化、 激发事件与报道框架等方面反映我国媒体在转基因报道上的演进过程与

动力。 研究发现 《健康报》 转基因议题在此期间经历了完整的媒体关注周期， 《中国食品报》 《光明日报》

《京华时报》 《北京青年报》 对转基因议题的关注还处在上升期， 而 《人民日报》 的转基因报道没有呈现

周期性特性。 以 《北京青年报》 和 《京华时报》 为代表的大众化报纸的报道框架较党报、 行业报更为均

衡与多元。 报纸的功能定位、 信源多样性、 公众卷入度、 公共关系等影响报道的框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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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转基因议题引发人们热烈的讨论。 围绕这一议题， 政府、 媒体、 非营利组织、 科学家、 普

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构成了一个纷繁嘈杂的转基因舆论场。 美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 （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ｏｗｎｓ） 提出美国媒体在环境议题报道中存在 “议题关注周期” （ ｉｓｓｕ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１］ 此后， 一些学

者使用该视角讨论过生物技术、 食品安全、 全球变暖等议题的媒体关注周期。［２］ 本文选取党报、 行业报

与大众化报纸各两份， 将这些报纸的转基因报道作为研究对象， 探讨我国媒体对转基因议题的报道是

否呈现议题关注周期， 比较不同类型报纸的关注周期是否同步。 此外， 本文还探讨了不同类型报纸的

转基因报道在框架上的差异及其历史演变， 以此呈现我国媒体转基因报道的特征与规律。

一、 文献回顾

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在分析美国国内环境问题报道时， 发现美国公众与媒体对某一社会议题的

关注周期相当短， 很少将注意力长期集中于某个国内议题。 不仅公众对环境议题存在关注周期， 而且

由于公众的关注影响了商业化媒体的报道行为， 从而使得新闻媒体对环境的关注也存在着明显的 “议

题关注周期” （ ｉｓｓｕ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 他将议题关注周期分为五个阶段： 前问题阶段、 问题惊现与热情

高涨阶段、 困难与成本认知阶段、 热情逐渐消退阶段、 后问题阶段。 第一阶段， 仅有少数的专家或是

利益团体关注到了某些社会问题， 但尚未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 第二阶段， 公众对于某些问题或隐患

的担忧引发了他们对问题的密切关注， 并开始积极热情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阶段， 公众逐渐

意识到解决问题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第四阶段， 公众兴趣逐渐下降， 对问题的关注程度逐渐减弱。
第五阶段， 公众的注意力已经转移， 但淡出公众关注焦点的议题或者该议题的某些方面很可能会再次

进入公众的视野。
唐斯总结了能够引起人们周期性关注的社会议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议题往往是社会上的

少数人而非多数人正在遭受的问题， 如贫困、 种族主义、 犯罪等， 正因为如此， 多数人并不会将注意

力永久集中到这些问题上， 因而产生关注周期； 第二， 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是有益多数人或是权

势群体的制度安排， 这意味着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持续的关注和努力以及改革社会制度， 反过来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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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问题会威胁到某些重要群体的利益； 第三， 议题不具备直接引起人们兴趣的特质， 它们最终会

随着时间淡出公众的视野。 因此， 一旦媒体察觉到公众对某一议题不感兴趣， 就会转而聚焦新的议题

吸引公众的注意， 这就导致媒体报道呈现周期变化。
此后的研究者结合特定议题， 验证或修正了唐斯的议题关注周期。 如李娜和陈新凯对 “议题关注

周期” 理论做出修正， 使用潜伏期、 高涨期、 缓解期、 消停期四个阶段分别对应 “议题关注周期” 理

论中的第一、 二、 四、 五阶段， 以此来分析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舆论发展趋势。［３］ 陈静茹和蔡美瑛从

《纽约时报》 对全球变暖报道的研究中发现气候变暖议题的生命周期经历着潜伏期、 上升期、 高峰期等

阶段。［４］

议题关注周期和框架之间的关系也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框架就是选择一个可观察现实的某些方面，
使它们在传播文本中更加显著，［５］通过什么事实应该被呈现、 什么事实应该被排除的等级原则来帮助维

护世界的秩序。［６］卡贝拉和贾米森发现媒介框架会随着议题的发展而产生改变。［７］ 科马斯和沙那罕认为

媒介对全球变暖的报道在关注周期的不同阶段强调的是不同的叙事主题。［８］ 全球气候变化直到 １９８０ 年

代的后期才得到媒体的关注， １９８９ 年达到报道高峰， 而后报道数量开始下降。 麦科马斯和沙那罕把议

题关注分为上升、 维持、 减弱三个阶段，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叙事焦点， 比如在上升阶段， 新闻报道会

强调全球变暖的 “后果” 和 “隐含的危险”； 而在维持阶段， 新闻报道强调的是科学家之间的争论。 尼

斯比特和休奇研究生物技术议题在不同报道阶段框架的变化。 他们发现当议题处在管理阶段时， “新科

学研究”、 “科学背景” 这两个框架的使用占据媒介报道的主导地位； 当议题获得更多的媒体关注之后，
媒介报道强调的是 “道德”、 “政治背景” 这两个框架。 当议题到达报道高峰的时候， “冲突” 的框架

就会出现。［９］

截止目前， 大部分的研究支持媒体报道中存在议题关注周期，［１０］然而将研究对象转向转基因议题的

媒体报道还是一个全新视角。 本文将框架理论与议题关注周期相结合探讨转基因议题。 以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食品报》 《健康报》 《京华时报》 《北京青年报》 这六份报纸转基因议题的报道为研

究对象， 研究问题如下： （１） 转基因议题的报道是否呈现议题关注周期？ （２） 不同类型报纸的关注周

期是否相同？ （３） 每份报纸在不同时间段转基因议题的报道框架呈现怎样的变化？ （４） 不同类型报纸

的报道框架又有什么差异？

二、 研究方法

根据不同的受众与功能定位， 本文选择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食品报》 《健康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 《京华时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间以及 《北京青年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间的所有转基因报

道为研究对象。 《人民日报》 和 《光明日报》 都属于中共中央党报。 《中国食品报》 是中国食品行业唯

一的行业报， 《健康报》 是全国性卫生行业报， 这两份报纸在食品卫生领域具有重要地位。 《京华时报》
和 《北京青年报》 在所有大众化报纸中对转基因议题的报道数量较多且集中， 因此被选为本研究中大

众化报纸的代表。 在读秀数据库中， 搜索 “转基因” 为主题的报道， 分别找到 《人民日报》 １３９ 篇、
《光明日报》 １１１ 篇、 《中国食品报》 ２３１ 篇、 《健康报》 １９９ 篇、 《京华时报》 １０１ 篇、 《北京青年报》
１３３ 篇。 需要说明的是该数据库中关于 《京华时报》 《北京青年报》 的报道分别只能追溯到 ２００３ 年与

２００１ 年。
本文通过折线图与回归曲线拟合来反映六家报纸在报道转基因议题上是否经历了完整的议题关注

周期。 此外， 基于转基因议题的特殊性， 采用议题特殊性框架而非通用框架来分析转基因议题的报

道。［１１］将上述报纸的转基因报道分为 ９ 种框架类型， 它们分别为： 科普、 介绍研发进展、 确认安全性、
警示风险、 描述冲突、 辟谣挺转、 建议法律规范、 呈现不确定性、 质疑安全性。 科普框架报道介绍了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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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转基因， 转基因的发展历程等。 研发进展框架是指报道转基因技术的最新进展， 以及借由转基

因技术研发出的新产品， 媒体在对待转基因技术上立场比较中性。 确认安全性的框架则强调现有情况

下转基因技术和产品是没有危害的， 认为转基因应用利远大于弊， 支持使用转基因技术和产品。 警示

风险框架认为转基因技术是反人类、 反社会、 反自然的， 不应该使用转基因技术和产品， 同时反对在

技术不成熟和安全性不能保证的情况下， 推广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 描述冲突的框架则是在报道中

同时存在支持与反对的观点。 辟谣挺转的框架即指政府、 企业、 专家学者出面澄清转基因的危害， 旨

在打消公众疑虑， 减轻公众恐慌情绪。 建议法律规范的框架是指报道国内外出台的管理转基因产品的

政策和法律， 保障公众转基因知情权。 呈现不确定性的框架是指报道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无定论。
质疑安全性的框架即对转基因产品在进口、 加工、 销售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提出质疑。 需要说明的

是有些报道中会出现多种框架。 比如一篇辟谣挺转基因的文章， 也会涉及转基因的科普知识， 但本文

选取的是报道中最主要的一个框架。
表 １　 六份报纸的框架使用情况统计表

框架
中国食品报

Ｎ ＝ ２３１

健康报

Ｎ ＝ １９９

人民日报

Ｎ ＝ １３９

光明日报

Ｎ ＝ １１１

京华时报

Ｎ ＝ １０１

北京青年报

Ｎ ＝ １３３

总报道量

Ｎ＝ ９１４
ｆ ％ ｆ ％ ｆ ％ ｆ ％ ｆ ％ ｆ ％ ｆ ％

科普

介绍研发进展

确认安全性

警示风险

描述冲突

建议法律规范

辟谣挺转

质疑安全性

呈现不确定性

其他

８
２６
５４
５
９
３８
２６
２７
８
３０

３􀆰 ４
１１􀆰 ３
２３􀆰 ３
２􀆰 ２
３􀆰 ９
１６􀆰 ４
１１􀆰 ２
１１􀆰 ６
３􀆰 ４
１２􀆰 ９

６
６１
５９
１２
５
４
３１
２
１３
６

３􀆰 ０
３１􀆰 １
２９􀆰 ６
６􀆰 ０
２􀆰 ５
２􀆰 ０
１５􀆰 ５
１􀆰 ０
６􀆰 ５
３􀆰 ０

１０
２８
４８
１
６
１４
１５
１０
２
５

７􀆰 １
２０􀆰 １
３４􀆰 ５
１􀆰 ０
４􀆰 ３
１０􀆰 ０
１０􀆰 ７
７􀆰 １
１􀆰 ４
３􀆰 ５

４
３７
２４
５
１
１２
１４
２
５
７

３􀆰 ６
３３􀆰 ３
２１􀆰 ６
４􀆰 ５
１􀆰 ０
１０􀆰 ８
１２􀆰 ６
１􀆰 ８
４􀆰 ５
６􀆰 ３

２
５
１７
２
５
１４
２９
１１
２
１４

１􀆰 ９
４􀆰 ９
１６􀆰 ８
１􀆰 ９
４􀆰 ９
１３􀆰 ８
２８􀆰 ７
１０􀆰 ８
１􀆰 ９
１３􀆰 ８

５
１３
２３
６
１０
１８
２５
９
６
１８

３􀆰 ７
９􀆰 ７
１７􀆰 ２
４􀆰 ５
７􀆰 ５
１３􀆰 ５
１８􀆰 ７
６􀆰 ７
４􀆰 ５
１３􀆰 ５

３５
１７０
２２５
３１
３６
１００
１４０
６１
５４
８０

３􀆰 ７
１８􀆰 ４
２４􀆰 １
３􀆰 ３
３􀆰 ８
１０􀆰 ７
１５􀆰 ０
６􀆰 ５
５􀆰 ７
８􀆰 ５

变异系数 ＣＶ ０􀆰 ６８ １􀆰 １４ １􀆰 ０３ １􀆰 ０２ ０􀆰 ８６ ０􀆰 ５５ ０􀆰 ７０

　 　 从表 １ 框架统计结果来看， 总体上确认安全性、 介绍研发进展、 建议法律规范和辟谣挺转这 ４ 种框

架占很大的比重， 而科普、 警示风险、 描述冲突、 质疑安全性、 呈现不确定性这 ５ 种框架的比重较小，
说明总体上我国新闻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是正面的、 积极的。 《中国食品报》 《健康报》 《人民日报》
都将确认安全性框架作为最主要的框架， 分别占每份报纸所有报道的 ２３􀆰 ３％、 ２９􀆰 ６％、 ３４􀆰 ５％。 《光明

日报》 把介绍研发进展的框架作为最主要的框架， 占比 ３３􀆰 ３％， 紧随其后的是确认安全性的框架， 占

比 ２１􀆰 ６％。 《京华时报》 《北京青年报》 则以辟谣挺转框架为主， 分别占比 ２８􀆰 ７％、 １８􀆰 ７％。 这些数据

跟报纸的功能定位或受众定位是相符的， 如 《光明日报》 的受众定位是教育界、 科技界， 所以报道多

涉及新的研发进展； 《京华时报》 与 《北京青年报》 是大众化的报纸， 会对舆论做出快速反应， 因此辟

谣挺转的框架较多。

三、 研究发现

《健康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的转基因议题报道呈现完整的议题关注周期 （见图 １）。 ２００８ 年 《健康

报》 对转基因议题的报道出现第一个高峰， 共 ４５ 篇。 其中， ２６ 篇是以介绍研发进展为框架， ７ 篇确认

安全性框架， ５ 篇警示风险框架。 ２００８ 年 《健康报》 第一次出现以警示风险为框架的报道， 并且数量

是历年之最， 之后的年份以警示风险为框架的报道呈现递减趋势。 从这 ５ 篇警示风险的报道内容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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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暂停种植美国孟山都公司研发的 ＭＯＮ８１０ 型转基因玉米以及进行转基因玉米实验是激发这一

时期警示风险框架出现的原因。
２０１０ 年 《健康报》 转基因议题的报道出现第二个高峰， 共 ５２ 篇。 其中， ２２ 篇以确认安全性为框

架， １０ 篇辟谣挺转框架， ７ 篇介绍研发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 在确认安全性框架占比 ４２􀆰 ３％， 具有压

倒性优势的情况下， 仍有 ６ 篇呈现不确定性的报道、 ３ 篇警示风险以及 ３ 篇描述冲突的报道。 ３ 篇警示

风险的报道分别出现在 ２０１０ 年 “两会” 前后， 先是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报告称转基因作物代价惨重， 接

着是 ４ 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呼吁暂缓转基因水稻商业化， 而后是百余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反对转基因水

稻商业化种植。 说明只有与绿色和平组织、 全国政协、 全国人大这类高级别主体相关的事件才有可能

挑战主导报道框架。
图 １　 《健康报》 转基因议题关注周期与回归曲线拟合　 　 图 ２　 《中国食品报》 转基因议题关注周期与回归曲线拟合

回归方程 Ｙ＝８􀆰 ３２ －６􀆰 ３５ｘ ＋ １􀆰 ６２ｘ２－０􀆰 ０８ｘ３， Ｒ２＝０􀆰 ３７ ， Ｆ＝２􀆰 １９， Ｐ＜０􀆰 ０５　 　 回归方程 Ｙ＝－３􀆰 ６７ ＋ １０􀆰 ４９ｘ －１􀆰 ９４ ｘ２＋ ０􀆰 ０９ｘ３， Ｒ２＝０􀆰 ８３， Ｆ＝１９􀆰 ２， Ｐ＜０􀆰 ０５

《中国食品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的转基因议题报道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周期， 而是处于唐斯议题周

期的第二、 第三阶段， 即密切关注和积极寻求应对办法的上升期 （见图 ２）。 ２０１３ 年出现报道的峰值，
共 ４９ 篇。 其中， 确认安全性框架 １０ 篇， 介绍研发进展 ９ 篇， 质疑安全性 ８ 篇， 辟谣挺转 ７ 篇， 描述冲

突 ５ 篇。 各报道框架的比重差异较小， 说明这一时期 《中国食品报》 对于转基因议题的报道呈现多元

化的特点。 但总体上看， 确认安全、 挺转等正面评价转基因的框架多于冲突、 质疑、 不确定的框架。
《光明日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的转基因议题报道处于唐斯议题关注周期的第二、 第三阶段， 即密切

关注和积极寻求解决办法的上升期 （见图 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是报道较为集中的两年， 两年共报道以法

律规范为框架的新闻 ８ 篇。 法规框架报道的激发事件是政府立法行为， 如 ２００１ 年农业部颁布 《农业转

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以及此后为保障 《条例》 的实施， 于 ２００２ 年初发布了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

全评价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 和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这些法

规的颁布激发了 《光明日报》 的相关报道。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间出现持续低谷， 每年都维持 ２ 篇的报道，
都以介绍研发进展为框架。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是报道最为集中的两年， 各 １６ 篇的报道。 其中， ２０１３ 年有

１５ 篇是 ６ 月份之后的报道。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农业部批准发放三个转基因大豆进口安全证书， 消息一

出， 围绕着转基因大豆安全性、 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话题又引发人们的热议。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６ 篇报道中，
８ 篇是关于欧洲国家对转基因的态度与做法。 比如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报道法国政府坚持其奉行的对转基

因作物种植一律禁止的谨慎原则， 一直以政府法令的形式禁止种植。 说明其他国家的争议也会成为国

内转基因新闻报道的 “激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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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光明日报》 转基因议题关注周期与回归曲线拟合　 　 图 ４　 《北京青年报》 转基因议题关注周期与回归曲线拟合

回归方程 Ｙ＝８􀆰 １７＋ １􀆰 ３１ ｘ －０􀆰 ４４ ｘ２＋ ０􀆰 ０３ ｘ３， Ｒ２＝０􀆰 ６０， Ｆ＝５􀆰 ５３， Ｐ＜０􀆰 ０５　 　 回归方程 Ｙ＝－８􀆰 ３１＋ １０􀆰 ４０ｘ －１􀆰 ７４ｘ２＋ ０􀆰 ０８ ｘ３， Ｒ＝０􀆰 ５９， Ｆ＝４􀆰 ７９， Ｐ＜０􀆰 ０５

《北京青年报》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间， 对转基因议题的报道处于唐斯周期的第二、 第三阶段， 即问题惊

现与热情高涨， 但同时又意识到问题解决的困难与成本阶段 （见图 ４）。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是报道的低谷，
各 １ 篇， 报道框架分别为科普、 确认安全性。 ２００３ 年 《北京青年报》 达到第一个报道高峰， 共 １９ 篇。
其中， ４ 篇法律规范框架， ３ 篇确认安全性框架， ３ 篇描述冲突框架， 报道框架呈现多元、 均衡的特点。
２０１３ 年 《北京青年报》 出现报道的第二个高峰， 共 ２８ 篇。 其中， 确认安全性框架 ７ 篇， 辟谣挺转框架

７ 篇， 且这 ７ 篇都属于政府辟谣。
　 图 ５　 《京华时报》 转基因议题关注周期与回归曲线拟合　 　 　 　 图 ６　 《人民日报》 转基因议题报道量折线图

回归方程 Ｙ＝１􀆰 １４ ＋ ５􀆰 １３ｘ －１􀆰 ４８ ｘ２＋ ０􀆰 １１ ｘ３， Ｒ２＝０􀆰 ９５， Ｆ＝５３􀆰 ７２， Ｐ＜０􀆰 ０５　 　

《京华时报》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间转基因议题的报道同样经历了唐斯周期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寻求解决方

法的第二、 第三阶段 （见图 ５）。 《京华时报》 在 ２０１１ 年前一直低度关注转基因话题， 但从 ２０１２ 年起，
报道数量逐年递增， ２０１４ 年的报道量更高达 ３４ 篇。 其中， 确认安全性 ８ 篇， 辟谣挺转 ８ 篇， 呼吁法律

规范 ８ 篇。 ２０１４ 年 ８ 篇辟谣挺转的报道中， ６ 篇属于政府辟谣， ２ 篇属于企业辟谣。 ２０１４ 年肯德基、 安

利等企业爆出产品使用转基因原料的丑闻， 这些企业公开发表声明， 并出具检测报告极力辟谣， 有向

媒体推送公关软文的痕迹。 另外， ２０１３ 年 《京华时报》 刊登 《针对转基因不妨采取保守态度》 一文，
首次指出转基因技术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应按照谨慎原则对待。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对转基因议题的报道没有呈现唐斯的议题关注周期 （见图 ６）。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１１ 年为报道最为集中的两年。 ２００３ 年共 １６ 篇的报道中， ４ 篇介绍研发进展， ３ 篇确认安全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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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建议法律规范， ２ 篇描述冲突。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４ 篇报道中， 确认安全性 ９ 篇， 科普 ３ 篇， 呈现了从多元

框架转为以支持为主的单一框架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 ２００５ 年出现了两篇调查类的报道， 其中一篇为

《转基因你了解多少？ 调查显示了解的公众不到 ２ 成》， 该调查分别通过中国社会调查所、 人民网和现

场采访三种方式做了调查， 结果发现， 公众对转基因的知晓度并不高。

四、 讨论与结论

从研究结果看， ６ 份报纸中只有属于行业类报纸的 《健康报》 经历了完整的关注周期， 而 《人民日

报》 《光明日报》 及 《京华时报》 《北京青年报》 正处于关注上升期， 这与我国的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相

关。 希尔加德那和博斯克认为议题经历周期变化不是自然发生的， 他们提出议题周期的 “公共竞争”
模式， 即议题的周期变化是一种社会建构， 是在动态的竞争中产生的。 议题的戏剧性、 新颖度、 社会

文化与政治、 媒介组织特性等是影响议题关注度的重要因素。［１２］ 伴随我国生活与文化水平的提高， 环

境、 健康、 安全等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公众的深切关注是推动新闻报道议题关注度上升的

主要动力。
同为行业报的 《健康报》 与 《中国食品报》 呈现不同的议题关注周期， 且在报道框架上存在着差

异。 《健康报》 是中国最早的卫生专业报， 创刊时间领先于 《中国食品报》 几十年， 这很可能是 《健康

报》 最早经历议题关注周期的主要原因。 《健康报》 的报道信源主要是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 而相比之

下， 《中国食品报》 的消息来源更为分散与多样， 有来自政府部门、 有来自官方或是非官方的研究机

构、 食品协会、 营养学会、 高校教师、 市场调查、 国外媒体等。 信源分散化是新闻报道内部多样性的

重要体现， 意味着媒体呈现多元信源的不同观点， 使某一议题的新闻报道总体上更加客观。 过分偏好

某类信源对转基因报道客观性的影响应当引起重视。 比如一些跨国基因公司可能会通过资助科研项目、
进行合作研究、 聘任高级顾问、 培养本土专业人才等方式影响某些科研机构对转基因的立场， 如果新

闻媒体过度依赖这些科研机构作为信源， 可能会在框架选择上更加偏好确认安全性与辟谣挺转。
比起党报、 行业报， 大众化报纸的框架更为多元。 大众化报纸数量最多的框架是辟谣挺转， 受众市

场导向与追逐利润导向这两个特征对其转基因报道框架产生影响。 大众化报纸面向广大市民， 意味着

其报道要体现人们最关切的问题， 要响应人们对全方位信息的需求。 大众化报纸以利润为导向， 意味

着其报道是多方利益集团的角逐。 转基因议题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背后牵扯众多利益相关者，
大众化报纸是不同利益集团争夺话语权的场域。 另外， 政府、 企业、 科研机构的公共关系对转基因报

道也有一定影响。 学者鲍尔和格雷格瑞发现， 近年来公共关系对科学传播的影响有所增加。［１３］ 这也许可

以帮助我们理解大众化报纸以辟谣挺转为主导框架， 除了对公众舆论做出快速反应的原因外， 还可能

受到来自基因公司公关行为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确认与评估。
尽管党报、 行业报、 大众化报纸都以确认安全性为主导框架， 但是近年来挑战主流框架的情况也越

来越频繁， 特别是强调不确定性的框架开始出现， 警示风险与描述冲突的框架越来越多。 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 一方面是受众需求的变化。 当转基因议题处于前问题阶段时， 受众是被告知的角色， 但当

议题进入第二、 第三阶段的时候， 公众对议题关注和疑惑日益上涨， 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兴起， 公众对

转基因等科学议题的参与度提高， 这时单一的信息已满足不了公众需求。 另一方面， 媒体本身也有一

个修正认知的过程。 体现在新闻报道的体裁上， 由早期的消息和评论为主， 到近几年的专访、 调查报

告增多， 媒体呈现出更为全面客观的姿态。 此外， 民间自发性的调查， 网络骂战也刺激媒体做出反应。
早年激发国内媒体报道的多是国外的相关新闻， 近几年来， 伴随公众对转基因议题的持续关注， 国内

意见领袖的掐架激发了国内媒体报道数量上升， 在公众的压力下， 以往偏好辟谣的框架， 现在偏好信

息透明、 谨慎原则的框架， 说明网络舆论成为影响媒体框架转移的重要因素。
传统的科学模式， 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该模式认为真理只有一个， 真理免于辩论。［１４］ 因此， 传

统的科学模式认为科学就是没有疑问的答案， 即每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等待揭晓。 后来， 有

学者提出一个可替代的科学模式， 即科学是一系列的范式， 包含争论、 冲突， 每个发现只有在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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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中才成立。［１５］［１６］这个观点把科学当作是一系列没有答案的问题， 意味着每个科学问题有着许许多

多可能的答案， 意味着存在多种版本的真理。 转基因议题之所以存在争议， 是诸多利益集团企图用唯

一的真理阻止公众讨论不同版本的真理的结果。 斯托克认为新闻从业者通过去除附加说明， 依靠少数

信源， 忽视语境， 强调过程中的结果， 将科学看作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这些方式， 把科学变得比它

原本更确定。［１７］这种简单化的信息处理手段， 是科学传播的一大障碍， 不利于公众理解科学。 纵观这 ６
份报纸的报道框架， 可以看出虽然挑战以确认安全性为主导的框架开始出现， 但其数量和影响都非常

微弱。 转基因技术在本质上是一个科学议题， 科学具有不确定性， 因而媒体在报道时要遵循谨慎原则。
在这点上我国主流媒体都存在信息处理简单化的倾向， 建议如实呈现科学的不确定性， 给人们足够的

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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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Ｌｉ， Ｎ􀆰 ＆ Ｃｈｅｎ， Ｘ􀆰 Ｋ􀆰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ｉｄｅ

ａｎｄ Ｓｅｅｋ Ｓｃａｎｄａｌ” ［ Ｊ］ 􀆰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ＩＥＭ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０􀆰

［４］ 陈静茹， 蔡美瑛 􀆰 全球暖化与京都议定书议题框架之研究———以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纽约时报新闻为例 ［ Ｊ］ 􀆰 新闻学研究， ２００９
（１００）： ２５３－２９５．

［５］ Ｅｎｔｍａｎ， Ｒ􀆰 Ｍ􀆰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３ （４３）： ５１－５８􀆰
［ ６］ Ｇｉｔｌｉｎ， 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ｅｆｔ ［Ｍ］ 􀆰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０􀆰
［７］ Ｃａｐｐｅｌｌａ， Ｊ􀆰 Ｎ􀆰 ＆ Ｊａｍｉｅｓｏｎ， Ｋ􀆰 Ｈ􀆰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ａｌ ｏｆ ｃｙｎｉｃ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 ［ 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８］ ＭｃＣｏｍａｓ， Ｋ􀆰 ＆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Ｊ􀆰 Ｅ􀆰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ｉｓｓｕｅ ｃｙｃｌｅｓ ［ 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 （１）： ３０－５７􀆰
［ ９］ Ｎｉｓｂｅｔ， Ｍ􀆰 Ｃ􀆰 ＆ Ｈｕｇｅ， Ｍ􀆰 Ｗｈｅｒｅ ｄ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 􀆰 Ｉｎ Ｄ􀆰 Ｂｒｏｓｓａｒｄ， Ｃ􀆰

Ｎｅｓｂｉｔｔ ＆ Ｊ􀆰 Ｓｈａｎａｈａｎ （ｅｄｓ􀆰 ） 􀆰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 􀆰 Ｗａ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ｄ： ＣＡＢＩ， ２００７： １９３－２３０􀆰
［１０］ Ｎｅｗｉｇ，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４ （２６）： １４９

－１９０􀆰
［１１ ］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Ｃａｒｔｅｅ， Ｋ􀆰 Ｓ􀆰 Ｎｅｗ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ｗｓ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Ｍ ］ 􀆰 Ｌａｎｈａｍ， ＭＤ：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２００５􀆰
［１２］ Ｂａｕｅｒ ， Ｍ􀆰 Ｗ􀆰 ＆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Ｊ􀆰 Ｆｒｏ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 􀆰 Ｉｎ Ｂａｕｅｒ， Ｍ􀆰 Ｗ􀆰 ＆ Ｂｕｃｃｈｉ， Ｍ􀆰

（ ｅｄ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 􀆰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
３３－５２

［１３］ Ｈｉｌｇａｒｔｎｅｒ， Ｓ􀆰 ＆ Ｂｏｓｋ， Ｃ􀆰 Ｌ􀆰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ｒｅｎａｓ ｍｏｄｅ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８
（９４）： ５３－７８􀆰

［１４］ Ｃｒｅｎｓｏｎ， Ｍ􀆰 Ａ􀆰 Ｔｈｅ ｕ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ｏ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Ｍ］ 􀆰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１５］ ｄｅ Ｊｏｎｇ， Ｗ􀆰 Ｒ􀆰 ＆ Ｂｅｔｔｉ， Ａ􀆰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ａ － 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Ｊ］ 􀆰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 ２０１０
（１７４）： １８５－２０３􀆰

［１６］ Ｐｏｐｐｅｒ， Ｋ􀆰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 １９５９􀆰
［１７］ Ｋｕｈｎ， Ｔ􀆰 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Ｍ］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２􀆰
［１８］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Ｓ􀆰 Ｈ􀆰 Ｈｏ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ｓ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 􀆰 Ｉｎ 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Ｓ􀆰 Ｄｕｎｗｏｏｄｙ ＆ Ｃ􀆰 Ｒｏｇｅｒｓ （ ｅｄｓ􀆰 ） 􀆰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ｃａｔ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Ｍｅｄｉａ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ｎｅｗ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 􀆰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９： ２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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